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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命陣營的內部論爭？ 
— 分析1928年革命文學論爭 
魯迅成為攻擊S 標的原因
王宏志
1928年爆發的“革命文學”論 爭 ，在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政治 
史上都有巨大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。它標誌了左翼作家直接參 
與 、干預以至控制現代中國文壇的開始。毛澤東便曾經高度評價 
過這時期在文化戰線上取得的勝利(毛1964: 2. 695)，這說明了為 
甚 麼 “革命文學論爭”在大陸出版的文學史著作及研究中佔了這 
樣重要的地位。⑴
正由於這個緣故，有 關 “革命文學論爭”的論述為數不少， 
但因為政治及意識形態的原因，很多研究文章不但不能解決問 
題 ，而且往往引起新的爭論，所 以 “革命文學論爭”還是有值得 
深入探究的地方。本文會集中討論一個問題：為甚麼魯迅會成為 
革命文學派的攻擊目標？ ®
魯迅心巨中的“革SB交學”
魯 迅 對 “革命文學”的態度，是 “革命文學論爭”的中心問 
題 ，我們必須對它有比較確切的理解，才可以明白為甚麼魯迅會 
成為所謂的“革命文學派”的攻擊對象。
111除了文革期間外，幾乎每一本在大陸出版的現代文學史都特別 
闢有專門的章節，討 論 “革命文學”論爭，而這些章節的題目全都大同 
小異，諸如“初期革命文學的倡導”及 “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動和中國左 
翼作家聯盟”等 。
[2]有關這次論爭的文章，重要的均收錄於《“革命文學”論爭資料 
選編》（中國社會科學院1981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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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 天 ，一般的理解是魯迅對“革命文學”“持完全肯定的態 
度”，只是對部分提倡“革命文學”的人的某些做法不滿意，因 
此 ，這場筆戰只不過是革命陣營的內部論爭(唐1979: 8)。
事實是不是這樣？我們要先看看魯迅心目中的“革命文學” 
是甚麼東西。
本 來 ， “革命文學”這名詞是很容易理解的：凡有助於推動 
革命活動的文學都稱得上是“革命文學”。可 是 ，關鍵卻在於這 
“革命”是甚麼，共產黨可以提出“革命”，國民黨也可以提出 
“革命”，幾乎甚麼人都可以提出“革命”。事實上，1927-28年 
間 ，國民黨便曾倡議過“革命文學”，廣州有過“革命文學社”的 
組 織 ，出 版 《這樣做》旬 刊 ，第2期刊登〈革命文學社章程〉，提 
出 “本社集合純粹中國國民黨黨員，提倡革命文學……從事本黨 
的革命運動”（參魯迅1981a: 3. 545)。魯迅在一篇寫於1927年的 
文章(題目叫〈革命文學〉）中提到，廣州的一份日報提出應以“兩 
位帝國主義者[唐南遮、霍普德曼]，一位本國政府的叛徒[伊本納 
茲 ]，一位國民黨救護的發起者[吳稚暉]”，作 為 “革命文學”的師 
法 ，正如魯迅說： “革命文學便莫名其妙了”（543)。所 以 ，我們 
要先弄清楚“革命”的意義。
要更好理解"革命文學”的觀念，可先看看郭沫若的那篇被 
譽 為 “首先倡導革命文學的第一聲”（李1981a: 154)的 〈革命與文 
學 〉，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概念，就是廣義的“革命” 
和 “革命文學”以及所謂真正的“革命”和 “革命文學”。郭沫若 
指 出 ，每個時代的革命各有每個時代的精神，但總是由那個時代 
的被壓迫階級對於壓迫階級的徹底反抗，站在壓迫階級方面的是 
反革命，做出來或欣賞的文學便是反革命的文學；站在被壓迫階 
級的便贊成革命，做出來或欣賞的文學便是“革命文學”。由此可 
見 ，甚麼時代都會有革命和“革命文學”，而不同的時代便會有不 
同的革命和“革命文學”。郭沫若甚至說過周代的變風變雅和屈原 
的 〈離騷〉， “都是在革命時期中所產生出的千古不磨的文學” 
(郭1981a: 3)。這是對革命和革命文學的一種廣義理解。
郭沫若還提出了 “時代精神”的問題： “每個時代都有每個 
時代的精神，時代精神一變，革命文學的內容便因之而一變”，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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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在某一個時代是革命的東西，到了第二個時代會變成非革命； 
某一時代的革命文學，在另一個時代會變成反革命的文學。他的 
結論是： “革命文學的這個名詞雖然固定，而革命文學的內涵是 
永不固定的”（8)。
那 麼 ，狹 義 的 “革命文學”又是怎樣的？簡單來說，這便是 
郭沫若說“今天”所應提出的“革命文學”。今 天 ，由 於 “以個人 
主義自由主義為核心的資本主義漸漸猖獗起來”，便產生了一個新 
的被壓迫階級： “第四階級的無產者”。因 此 ，今 天 的 “革命文 
學”，便 應該“在精神上是徹底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 
藝 ，在形式上是徹底反對浪漫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藝”，他 說 ：
“凡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而且同時是反抗浪漫主義的便是革命文 
學”（10)。這可以說是當時的“革命文學派”對 “革命文學”最 
早下的定義。以工農大眾無產階級為依歸，是這時期的“革命文 
學”與從前的“革命文學”不同的地方；這時期的所謂“革命”， 
是指無產階級反抗資產階級的鬥爭。因 此 ，在一些革命文學家眼 
中 ， “革命文學”與 “無產階級文學”是意義相同的名詞，例如 
李初梨便說過，革命文學“應當而且必然地是無產階級文學”（李 
1981a: 162)，而 且 ，沒有多久，我們便看到創造社正式提出“無 
產階級文學”的口號來。
那麼魯迅心目中的“革命文學”，是屬於廣義的還是狹義的一 
種 ？其 實 ，至少在最初的階段裏，魯迅所說的“革命文學”，並不 
是創造社或太陽社成員所要求的為無產階級革命服務的文學，他 
所採取的是一種接近於廣義的理解。這點是一直被有意或無意的 
忽略了。
魯迅發表“革命文學”問題的意見，最早可追溯到蔣介石在 
上海發動清黨前的四天，即1927年4月8 日在廣州黃埔軍校所發表 
的演講，題目叫〈革命時代的文學〉。儘管在這篇演講裏，魯迅不 
斷地談到“革命”和 “革命文學”，但其實他所說的“革命”原是 
屬於含義極為廣泛的名詞，可以說是包括了一切反對舊的、要求 
改革、進步的活動，甚至跟進化混在一起討論：
其 實 “革命”是並不稀奇的，惟其有了它，社會才會改革，人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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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會進步，能從原蟲到人類，從野蠻到文明，就因為沒有一刻不 
在革命。……所以革命是並不稀奇的，凡是至今還未滅亡的民 
族 ，還都天天在努力革命，雖然往往不過是小革命。（魯迅1981a: 
3. 418-19)
而在另一次演講中，他重複了這個觀點：
本來青年原應該都是革命的，因為在科學上已經證明：人類是進 
步的。以前有猿人，或者在五十萬年前吧……後來才有了原人。 
雖然慢得很，但可見人本來是進化的前進的，前進即革命，故青 
年人原來尤應該是革命的。但後來變做不革命了，這是反乎本性 
的墮落。（魯迅198化：172)
至 於 “革命文學”，魯迅從這廣義的革命觀出發，提出了革命跟文 
學關係的“三階段”論 ：
一 、  “大革命之前，所有的文學，大抵是對於種種社會狀 
態 ，覺得不平，覺得痛苦，就叫苦，鳴不平”，但這種叫苦鳴不平 
的文學對於革命沒有影響，只有由哀音變成怒吼的時候，才會有 
反 抗 ， “所以與革命爆發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音”。
二 、  “到了大革命的時代，文學沒有了，沒有聲音了，因為 
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蕩，大家由呼喊而轉入行動，大家忙着革 
命 ，沒有閑空談文學了。”另 外 ，民生凋敝，人民窮苦，也沒有 
心思談文學，所以在大革命時代，文學是沉寂的。
三 、  “等到大革命成功後，社會底狀態緩和了，大家底生活 
有餘裕了，這時候就又產生文學。”這時候的文學有二：一種是 
謳歌革命的，這是進步的文學家希望社會改變，對舊社會的破壞 
和新社會的建設很高興；另一種文學是輓歌，吊舊社會的滅亡(魯 
迅 1981a: 3. 419-21)。
這裏有兩點值得注意，一是在這三階段裏，並沒有一個所謂 
“革命文學”出現的階段；二是這革命的三個階段，適用於任何的 
革 命 ，而並不只限於無產階級革命。顯 然 ，這是一種廣義的“革 
命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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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過 ，我們又不能說魯迅心目中並沒有一個比較具體的“革 
命”。在廣州時期，特別是在國民黨發動清黨以前，魯迅心目中的 
“革命”，並不是由共產黨領導和支持的無產階級革命，恰恰相 
反 ，他心目中的“革命”主要是指由國民黨所領導的北伐活動， 
要證明這一點，我們可以看看他這時候所寫的一些文章。 [3i
首 先 ，在黃埔演講前半個月左右，為了紀念3月2 9日的黃花 
節 ，魯迅寫了〈黃花節的雜感〉。在文章裏，魯迅不斷地提到要繼 
續革命，還想起了革命家的偉大。很 明顯，這革命家是指孫中 
山 ，由他所領導的革命，是指推翻滿清的革命活動，與共產黨所 
說的無產階級革命毫無關係(魯迅1981a: 3. 410)。在中山大學開 
學儀式上的演說中，他勸勉青年“讀書不忘革命，革命不忘讀書” 
時 ，也重複了孫中山遺囑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須努力”這一 
句話(魯迅1981b: 172)。此 外 ，在 〈革命時代的文學〉裏 ，魯迅 
也多次談到中國當時的革命，在其中一處地方，魯迅說： “中國 
現在的社會情狀，止有實地的革命戰爭，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， 
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”（魯 迅 1981a: 3. 423)。很明顯，魯迅以 
孫傳芳為例子來解釋中國需要“實地的革命戰爭”，就是指當時正 
在進行的北伐活動。對於北伐的進展，魯迅是非常留意的。還在 
厦門的時候，他寫給許廣平的信中便經常談到北伐的情況，而在 
〈慶祝滬寧克服的那一邊〉裏 ，魯迅更明確地說自己對於北伐軍收 
復南京和上海感到十分高興，說 這 是 “革命” “小有勝利”的時候 
(魯迅1981a: 8. 162)。毫無疑問，這 “革命”是指由蔣介石國民 
黨所領導的北伐，跟無產階級革命扯不上關係。況 且 ，魯迅在文 
章裏說廣州是“革命的策源地”，也不可能說是共產黨的革命活 
動 ，原因是在這以前，中共在廣州並沒有甚麼重要的革命行動， 
反而國民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便是在廣州舉行，而廣州也是 
籌備及誓師北伐的地方，所以才配得上“革命策源地”的稱號。
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。正由於魯迅跟革命文學派對於“革 
命”的理解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— 或者更具體一點說，他們隸
131關於魯迅在廣州時期的思想及活動，可參王宏志：〈魯迅在廣 
州— 《魯迅與中共》之一章 >(王 1994: 159-72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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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不同的革命陣營，爆發論戰是無可避免的了。
但這裏有一個時間上的問題：魯迅在講演〈革命時代的文學〉 
時 ，國民黨還沒有發動清黨，在這國共合作的階段，即使魯迅傾 
向國民黨，跟親中共的革命文學派也不能說成是對抗的。而 且 ， 
這篇演講只發表在黃埔軍校的內部刊物《黃埔生活》上 ，當時遠 
在曰本的“創造社小伙計”根本不可能看到魯迅這篇文章。事實 
上 ，在後來所有攻擊魯迅的文章中，都沒有提及這篇文章的內 
容 。另 外 ，眾所周知，魯迅對於國民黨的清黨極為不滿，從1927 
年下半開始便不斷發表譏諷國民黨的言論，那 麼 ，他跟革命文學 
派便應該比較接近了，可為甚麼卻會在這時候受到攻擊？
魯迅膙劏造往醐太腸社的瓜富
魯迅跟創造社的矛盾，可以說有歷史的淵源。從1923年成仿 
吾 寫 的 〈《吶喊》的評論〉開 始 ，14]到魯迅認定創造社成員故意 
“抹殺”羅曼•羅蘭給他的一封信，* [5]以及成仿吾發表文章〈完成 
我們的文學革命〉，點名批判魯迅等(成1981a: 17-23)，都令魯迅 
非常不滿。儘管有着這許多的嫌隙，但魯迅還在廈門的時候，曾 
在一封給許廣平的信裏說希望到廣州後，能 “與創造社聯合起 
來 ，造一條戰線，更向舊社會進攻”（魯 迅 1981 a:11. 191)，又 
1927年4月1日他與成仿吾和何畏等聯名在創造社的刊物《洪水》 
上發表〈中國文學家對於英國智識階級及一般民眾宣言〉，還有的
[41成仿吾把《吶喊》批評得體無完膚：〈孔乙己〉和 〈狂人曰記〉 
是 “淺薄的記實的傳記”，〈阿Q正傳〉的 “結構極壞”，〈孔乙己〉、 
〈藥〉和 〈明天〉“皆未免庸俗”，而 〈一件小事〉“是一篇很拙劣的隨筆” 
(成 1985: 1. 44-47)。
[5] 1926年1月24日，〈阿Q正傳〉的法文譯者敬隱漁寫信給魯 
迅 ，說羅曼•羅蘭曾盛讚〈阿Q正傳〉，並說曾將羅蘭的原話寄到創造社 
去 。但魯迅並沒有收到創造社傳來消息，認定是因為他跟創造社關係惡 
劣 ，創造社中人故意把信藏起來(魯迅1981a: 12. 296)。對此，郭沫若 
曾作答辯(郭1985: 813-16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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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1927年底至1928年 初 ，他跟郭沫若、鄭伯奇等商議好，成為 
《創造周報》復刊的特約撰稿人，只是最後計劃沒有實現，魯迅卻 
反成了創造社的攻擊目標。
關於這個轉變，一般的說法是因為成仿吾從日本帶回來了一 
批年青人，反對與魯迅聯合，並把魯迅變成打擊的目標。這也是 
郭沫若在回憶錄〈跨着東海〉裏所提供的說法： “兩個計劃彼此 
不接頭，日本的火碰到了上海的水”（郭 1978: 3. 289)。這說法有 
一定的道理，如果沒有這班人從日本回來，帶來新的構思，與魯 
迅合作的計劃也許會付諸實踐。
但無論如何，魯迅很快便成了創造社的攻擊目標。毫無疑 
問 ，革命文學派的戰鬥意識是十分強烈的，但問題是：為甚麼這 
班從前與魯迅毫無瓜葛的“少壯派”要選中魯迅？
其 實 ，一個長久以來被忽視的事實，是這些所謂的少壯派原 
來是沒有意圖特別針對魯迅的，他們只不過把魯迅看成是眾多需 
要打倒的對象的其中一個，因為魯迅對於這些批評作出還擊，才 
變成了眾矢之的。這點只要看看第一篇發難的文章：馮乃超的 
〈藝術與社會生活〉便可以確定了。在這篇文章裏，馮乃超點名批 
判了四位作家，分別是魯迅、葉聖陶、郁達夫和張資平。除了魯 
迅外，他們全都沒有發表過有關革命文學的言論，即使是魯迅， 
馮乃超也沒有半句提到魯迅的文學觀，更不要說黃埔軍校的演講 
了 。但在馮乃超眼中，這四人有一個共通點，就是他們都是落伍 
和灰色的：葉聖陶和郁達夫都是“典型的厭世家”，張資平則“沒 
落到反動的陣營裏去” ；至於魯迅，馮乃超把他稱為“魯迅老 
生”， “常從幽暗的酒家樓頭，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”，他 
只反映了“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”， “無聊賴地跟他弟弟 
說幾句人道主義的美麗的說話”（馮1981: 116)。由此可見，馮乃 
超是把魯迅看成落伍的老作家，認為他跟別的一些成名作家一 
樣 ，顯然不屬於革命文學的陣營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早在1927年成 
仿吾在廣州寫的一篇文章〈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〉，與馮乃超這篇 
文章如出一轍：他也攻擊了好幾位成名作家，包括魯迅、周作 
人 、陳源、徐志摩和劉半農；另 外 ，他說魯迅“坐在華蓋之下”， 
‘這種以趣味為中心的生活基調。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種在小天地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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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騙自己的自足，它所矜持着的是閑暇，閑 暇 ，第三個閑暇” 
(成 1981a: 19-20)，都是指責魯迅沒有跟上社會和時代的步伐。 
證諸鄭伯奇的回憶，成仿吾在去日本時曾與這班小伙計見面詳談 
(鄭 1982: 5 1 )，可以推想，這是成仿吾灌輸給他們的一些看法， 
否 則 ，以一些一直在日本居住和受教育，對中國文壇毫不認識的 
年青人，不可能馬上對魯迅及別的作家有這樣明確的見解。
但認定魯迅是落伍的不只成仿吾和他的小伙計，太陽社的錢 
杏邨的態度更強硬，他所寫的〈死去了的阿Q時代〉更是著名。 
為甚麼會這樣？我們必須看看魯迅跟創造社和太陽社的分歧。
本 來 ，同 屬 於 “革命文學派”的創造社和太陽社本身也有嚴 
重的分歧。在運動的初期，他們曾公開爭論過一些很基本的問 
題 ，例如對行動與理論的不同重視，還有兩派的宗派思想，導致 
他們爭論究竟誰最先提出“革命文學”的口號等。不 過 ，他們很 
快便認定了共同的敵人，兩派甚至召開會議，結束論爭。
不 過 ，即使在他們相互之間有着爭論的時候，太陽社和創造 
社的成員在行動上有一點是一致的，那就是對於舊作家的猛烈攻 
擊 。我們在上面已經看過成仿吾和馮乃超怎樣批判好幾位成名作 
家 ，但其實在較早的時候，太陽社的蔣光慈已表現出他對舊作家 
的無法容忍。在 〈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〉中 ，他說很多作家 
與舊世界的關係太深，不能即時擺脫，寫不出革命的東西來(蔣 
1981a: 84)。在另一篇文章裏，他也具體地指出舊作家的問題， 
諸如說他們只能在文學中表現“舊的傾向，是反動的一方面，而 
忽略了新的，能夠創造光明的力量”（蔣 1981b: 142)、又或是只 
表現了個人主義的傾向，忽視了群眾的生活等(144)。可以說，儘 
管蔣光慈沒有像馮乃超那樣點名批判這些作家，但他的立場卻十 
分明確，完全不期望舊作家能對“革命文學”有所貢獻。
更惹人注目的是錢杏邨對魯迅的批判：〈死去了的阿Q 時 
代 〉。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，我們在下面會再討論，不 過 ，太陽社 
和創造社的成員差不多同時對魯迅展開攻擊，使很多人相信這是 
一次有計劃的行動。一些台灣學者更認為“革命文學”論爭是由 
中共所發動的，目的是要攫取文壇的領導權(鄭1978: 195-96)， 
有的甚至把這場論爭聯繫到1930年 “左聯”的成立，把它說成是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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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拉攏魯迅前的一個準備工夫， “是中共做成的圏套，先打後 
拉”，從而迫使魯迅屈服(趙1970: 4 8 )。這些說法表面看來很合 
理 ，尤其是創造社和太陽社曾經開會討論“革命文學”的問題， 
但事實卻不是這樣，主要的論據有以下幾點：
第 一 ，如上面所述，魯迅最早在革命文學問題上受到攻擊 
的 ，是成仿吾在1927年1月發表的〈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〉，而這 
篇文章攻擊了好幾位作家，甚至包括了魯迅的死對頭陳源。這說 
明 了 “革命文學論爭”並不是中共要特別挑出魯迅作為攻擊的目 
標 ，以求推動革命文學運動。此 外 ，成仿吾這篇文章在1927年初 
發表，距魯迅正式受到創造社及太陽社的成員在1928年圍攻有整 
整一年的時間，如果說中共有意向魯迅發動一場總攻擊，在時間 
上不應該有這樣的差異。更重要的是：1927年1月 ，成仿吾還沒 
有加入共產黨，而馮乃超寫那篇正式引起“革命文學”論爭的 
〈藝術與社會生活〉時 ，也不是共產黨員。其 次 ，太陽社第一篇點 
名批判魯迅的文章，就是上面提過錢杏邨的〈死去了的阿Q 時 
代〉，當他發表這篇文章時，太陽社跟創造社的成員之間還在激烈 
爭論着一些有關“革命文學”的基本問題，不可能合作向魯迅發 
動攻勢。
第 二 ，上文也簡略介紹過，在這場論爭中，這兩個左翼文學 
團體開始時曾互相猛烈攻擊，所爭論的都是一些最基本的問題， 
諸如倡導革命文學的領導權問題，革命理論還是革命經驗，以及 
理論文字還是革命文學創作較為重要等。如果我們說這場論爭是 
由共產黨所指揮發動的，便絕對不應該會有這些矛盾和分歧；而 
且 ，我們也指出過，創 、太二社的成員都表現了強烈的小集團思 
想 ，不可能受命於同一個組織，特別是共產黨這樣一個嚴密的政 
治組織。事 實 上 ，創 、太兩派最後要開會來討論及解決這些問 
題 ，而這些會議的主持人是創造社的成仿吾。上面說過，成仿吾 
那時候並不是共產黨員，而那些會議也沒有甚麼紀律，楊邨人說 
開會的時候“十幾人你一句他一句，七嘴八舌，秩序大亂”（楊 
1933: 4 7 4 )，張資平甚至把小女兒也帶同出席，還因為給女兒鬧 
昏了而被迫中途退席(張1985: 692)。可見創造社和太陽社的“聯 
席會議”根本不可能是由共產黨指揮召開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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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，從組織上來說，太陽社與中共的關係，比創造社密切 
得多。早在1938年錢杏邨便說過：中共中央幹部如瞿秋白、楊匏 
庵 、羅綺園和高語罕等都是太陽社的成員；又 說 ： “太陽社全都 
是黨員，有自己的黨組織，秋白同志還親加指導”， “秋白同志參 
加太陽社是光慈動員的，據光慈說，徵得了組織的允可”（錢 
1980: 16)。瞿秋白是當時中共的黨總書記，而太陽社的黨支部， 
原屬中共閘北第三街道支部，這都可以證明太陽社與中國共產黨 
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。相比之下，似乎創造社跟中共的關係比較 
疏遠一點，例如該社最重要的成員成仿吾和郭沫若，當時還沒有 
入 黨 ，而屬於黨員的鄭伯奇卻說過： “創造社當時沒有接受誰的 
領 導 ，是自己活動的”（鄭 1982: 242)。因此，如果說攻擊魯迅的 
命令是來自共產黨的話，那 麼 ，最先開火的應該是太陽社的成 
員 。可 是 ，在 “革命文學”論爭中，最早攻擊魯迅以及言辭最激 
烈 的 ，是來自創造社的成員，特別是剛從日本回來的年青成員， 
而在太陽社中，只有錢杏邨所發動的攻擊比較厲害，這看來不大 
合理。另 外 ，從上面提到的聯席會議看來，也能證明中共在這裏 
並沒有扮演甚麼角色，因為會議是由創造社提出召開的，出席的 
人也以創造社為主，他們在會中對太陽社大加抨擊，如楊邨人 
說 ，太陽社成員“竟是到來受教訓的”（楊 1933: 474)。如果說中 
共是在背後策劃一切，擔當重要角色的便應該是太陽社，而不是 
創造社了。
此 外 ，從整個客觀形勢來看，也看不出中共為甚麼要在那時 
候對魯迅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攻擊。共產黨在國民黨的清黨行動 
後 ，實力已大受打擊，黨員數目下跌至原來的五分之一(Ha「「ison 
1972: 76-82)。在共產國際的影響下，中共發動一連串的反攻行 
動 ，即所謂的“秋收起義”，但結果只是進一步削弱了共產黨的實 
力 ，瞿秋白的領導權也不穩固，黨內更有分裂的危機 (Chang  
1972: 54-55)。在這情形下，究竟中共當時有沒有能力兼顧文化界 
的事，實在很成疑問。關於這一點，夏衍說得很清楚：
由於1928-29年 ，一方面是贛、粤 、閩一帶工農紅軍和國民黨戰爭
正酣，中間還有大部分領導人到莫斯科去參加黨的第六次代表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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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 ，在上海，反對陳獨秀托洛茨基的鬥爭也很劇烈，所以據我記 
憶 ，文藝界的問題似乎還排不上黨的重要議事日程，因此，文藝 
論爭開始，黨中央似乎沒有予以重視。（夏 1985: 139)
此外，直到目前為至，還沒有任何曾經參與過這場論爭的人說過 
曾受命於共產黨向魯迅進行攻擊。相 反 ，我們現在大抵已有足夠 
的證據，確定最後是由中共黨中央出面，向那些黨員作家下達指 
令 ，停止對魯迅的攻擊。換言之，共產黨其實是不滿意這場論爭 
的 ，既然這樣， “革命文學”論爭也不可能是他們所發動的了。
由此可見，創造社和太陽社差不多在同一時候對魯迅發動批 
判 ，可以說是“不約而同”的 ，但為甚麼會這樣？
兩社攻擊小資產蹈級的原荽
我們在上面已指出，無論是創造社或太陽社的成員，都不是 
特別針對魯迅，預先選定他作為攻擊的對象。人們把重點放在魯 
迅身上，一來是因為魯迅的名氣太大，另外就是因為在這些被攻 
擊的作家中，魯迅是最激烈反抗的一個，馮乃超在幾十年後回憶 
說 ， “經過魯迅的批評，我們便情緒激昂地回攻了”（馮 1977: 
15)，結果便出現了魯迅與太陽社和創造社論爭的局面。比較準確 
的看法是：那時候，創造社和太陽社對小資產階級作家(他們認為 
魯迅可作為代表)發動了猛烈的攻擊。因此，我們要考究的，就是 
為甚麼他們會對小資產階級作家進行批判？
先談創造社。毫無疑問，他們是受了日共福本主義的影響。[6] 
關於福本主義的內容，艾曉明曾經作過精到的概括：第 一 ，福本 
和夫把無產階級自我意識、階級自覺的重要性提到了突出的位 
置 ；第 二 ，以意識鬥爭來獲得自覺意識， “無產階級這個觀念和 
無產階級意識都是鬥爭過程的產物”，意識鬥爭(即理論鬥爭、思
[61關於福本主義的討論，主要借助以下的著作：艾 （1991: 79- 
122);劉 （1984, 1985);王 （1983); Tatsuo (1969: 172-213) ; Shea 
(1964: 142-48) 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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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鬥爭)完全等同於階級鬥爭，在鬥爭過程中居首要位置；第 三 ， 
為了開展意識鬥爭，福本提出了“分離結合”的組織理論， “必 
須在聯合之前，首先徹底地分裂”，意思是要建立一個具有純粹階 
級意識的政黨，必須先實行內部陣營的分裂，清除一切非馬克思 
主義的思想(艾1991: 92-93)。
概括來說，福本主義的兩個中心論點就是“理論鬥爭”和 
“分離結合”，可以肯定地說，這兩個論點是造成中國1928年 “革 
命文學”論爭的一個重要因素。
受了福本主義影響的創造社成員，為了加強階級意識的覺 
醒 ，要求進行理論的鬥爭，鬥爭的戰線非常廣泛，如 《文化批判》 
創刊號的〈祝詞〉所 說 ， “政 治 、經濟、社 會 、哲學、科學、文 
藝及其餘各個的分野皆將從《文化批判》明瞭自己的意義”（成 
1981b: 112-13)，可見他們的野心是很大的；文學方面，福本主 
義對創造社新成員的影響， “其具體表現為— 將馬克思主義與 
資產階級民主主義、無產階級文學與五四文學、新作家與舊作 
家 、文學的階級性與文學的自身性不容調和地對立起來”（艾 
1991: 100)。
福本主義以外，創造社成員還受到中共當時對革命形勢的理 
解的影響，因而不加分析地把資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一併作為 
鬥爭的對象。首 先 ，他們認定小資產階級的特性是可以傾向保守 
也可以傾向革命，在革命形勢不斷轉變的時候，他們有的投身革 
命 ，有的沒落。但儘管這樣，他們卻特別強調小資產階級的反動 
性 ，認定在大革命的失敗中，小資產階級曾扮演過背叛革命的角 
色 ，李初梨說： “民族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的智識階級，都是 
站在革命的陣營裏面，而革命發展到了一定階段的時候，他們都 
相繼脫離革命戰線而與革命對立起來一樣”（李 1985: 245)，又說 
在革命發展到土地革命擴大的階段時， “小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一 
一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的智識階級恐怖起來而開始第二的逃亡” 
(250)。
另一方面，在創造社成員心目中，中國的文學家藝術家多出 
自小資產階級，在他們沒有真正認識革命時，他 們 “只是自己所 
屬的階級的代言人，那 麼 ，他們歷史的任務，不外一個憂愁的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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丑”（瑪 1981a: 117)。他們又把“五四和五四以後的文學分別冠 
以資產階級、小資產階級意識的名目”（艾 1991: 105)，在這方 
面 ，李初梨的論述很有代表性。李初梨指出，五四時期的文化運 
動 ， “實為當時資本與封建之爭，反映於社會意識者”，塞先生與 
德先生兩個口號， “是資本主義意識的代表”，但歐戰過後，由於 
無法與帝國主義及封建勢力對抗，資產階級只得妥協，而他們的 
革命能力從此消失，跟着出現的是小資產階級的文學，他們文學 
上的標語是“內心的要求”和 “自我的表現”，但由於小有產者的 
急遽貧困化，小有產者的文藝也失去階級根據，最後有新興革命 
文學的出現(李1981a: 159-62)。就是在這種分析下，創造社把五 
四以及五四以後的所謂資產階級及小資產階級文學都列為打擊的 
對象，對他們來說，這是理所當然的，甚至小資產階級也不過是 
反革命派的代名詞。郭沫若的兩句話說得十分直截了當： “小資 
產階級的根性太濃重了，所以一般的文學家大多數是反革命派” 
(郭 1981d : 364)。此 外 ，創造社的成員又把魯迅視為小資產階級 
的代表作家，李初梨分析了魯迅的階級成分，說 他是“小有產者” 
(李 1981b: 299)。結 果 ， “魯迅正是作為五四文學的人格化身首 
當其衝遭受了攻擊”（艾 1991: 105)。
創造社這種對小資產階級的分析，同時也是受了中共以至共 
產國際的理論的影響，這影響對太陽社的成員尤甚，因 此 ，雖然 
他們沒有受到太多福本主義的影響，卻也發動對魯迅的攻擊。
中共對待小資產階級的態度，實際上聯繫到他們對當時革命 
形勢的理解和分析。我們知道，第一次國共合作是在共產國際的 
推動下實現的，在共產國際的文件中，那時候的國民黨是一個 
“既依靠自由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小資產階級，又依靠知識分子和工 
人”的政黨(共產國際1981: 76)。不 過 ，蔣介石在1927年的清黨 
行動，共產國際認為是資產階級對革命的叛變，於是隨即確定了 
新的策略，要 “實行群眾路線，放手發動土地革命，武裝工人和 
貧苦農民，為建立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掃清道路”。當武漢國民 
黨也實行“分共”後 ， “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脫離革命”（355)， 
“這一次革命失去了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”，但在斯太林眼中， 
這問題並不嚴重，原 因 是 “因此千百萬的農民群眾卻更加緊密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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圑結在無產階級的周圍，把無產階級看做是自己唯一可靠的領袖 
和導師”（斯太林 1949: 124-28)。中共在莫斯科舉行的第六次代 
表大會決議裏充分反映了這個觀點。該決議指出，革命的動力 
“現在只是中國底無產階級和農民”，即使是城市的上層小資產階 
級 ，也 “日益動搖，而終至於投降到地主資產階級底反動營壘裏 
去”（中共黨史1957: 151-55)。就是這樣，大部分的小資產階級 
都被排斥了。當 然 ，在一些中共當時的文件裏，我們還可以看見 
“一部分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，還留在革命的道路上”等字句(中 
央檔案館1989: 3. 336-37)，但在沒有具體策略去解決小資產階級 
對劇烈的階級鬥爭的恐懼的情況下，他們實際上不是把問題暫時 
擱 置 ，便是選擇執行一些“必嚇壞一部分小資產階級”的土地革 
命政策，最 後 ， “他們不僅明確地把所謂上層小資產階級規定為 
反動營壘的一部分，而且對下層小資產階級事實上也並無信任可 
言”（楊 1993: 143-46)。當時中共的領導人瞿秋白便曾公開指 
摘 ： “小資產階級的上層由動搖猶豫而終歸走入反革命，去當豪 
紳資產階級的走狗”，又說小資產階級“已經不是革命的力量，而 
是革命的障礙”（中共黨史1957: 125)。
在太陽社成員的文章裏，這種對小資產階級的不信任態度， 
也是隨處可見的。例如錢杏邨說過小資產階級“是可以革命可以 
不革命的，因為他們的生活介乎被壓迫與不被壓迫之間”（錢 
1981 e: 392);他們也把魯迅看成是資產階級的代表。由此可見， 
創造社和太陽社在攻擊魯迅的立場上是一致的。或者應該這樣理 
解 ：正由於中共和曰共都受命於共產國際，而當時的共產國際正 
有着這種今天認為是“左”的傾向，因 此 ，激烈的福本主義便得 
以在日本流行，而中國也有所謂的瞿秋白“盲動主義”路線。結 
果 ，無論是受日本福本主義影響的創造社，還是直接由中共“過 
左路線”指揮的太陽社，可說得上是殊途同歸，欣然攜手合作攻 
擊魯迅這樣的小資產階級作家。
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形勢的論述，對 “革命文學”論爭所產 
生的第二方面的影響，是來自他們把當時的形勢理解為大革命高 
潮的來臨。同樣地，這影響同時在太陽社及創造社成員中產生作 
用 。
革命陣營的內部論爭？ 51
蔣介石在1927年的清黨行動中，大量拘捕甚至處死共產黨 
員 ，毫無疑問對中共造成了重大的挫折。在清黨後的一年裏，中 
共黨員數目下跌至原來的五分之一，只剩下一萬人左右(HaWson 
1972: 83)。不 過 ，無論是共產國際還是中共，在當時都不承認革 
命受到打擊，而中共黨內更出現了第一次的“左傾路線”，也就是 
今天中共黨史所說的瞿秋白盲動主義。
我們知道，1927年 的 “八七會議”，是國民黨清黨後中共第 
一次重要的會議，根據中共黨史的論述，它一方面糾正了陳獨秀 
的右傾機會主義， “在革命的緊急關頭及時地向全黨和全國人民 
指明了堅持革命鬥爭的方向”，另一方面“卻 為 ‘左’傾錯誤開闢 
了道路”， “容許了和助長了冒險主義和命令主義(特別是強迫工 
人罷工)的傾向”（毛 1964: 3. 959-60)。從 〈中 共 “八七”會議告 
全黨黨員書〉開 始 ，中共便認定中國革命形勢之高漲。在一篇文 
章裏，瞿秋白強調說：
最近半年以來革命雖然受歷次的打擊，而已是很嚴重的打擊，然 
而革命的發展仍舊是繼續着。事實已經表示得很明白：中國革命 
是高漲而不是低落，中國革命的高漲而且是無間斷的性質。（中共 
黨史 1957: 117)
這種強調革命高潮的論點，一直在中共的文件中出現，如 〈中國 
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〉（1927年11月21日)便闢有專節討論 
這個問題。該議案第一句便是“中國革命的無間斷的性質，只要 
看最近各重要省份裏農民暴動的高漲，就可以證明”（中共黨史 
1957: 128)。它 認 定 “中國革命的進程，必然要徹底解決民族主 
義任務而急轉直下的進於社會主義的道路”（127)。當然，這裏面 
的觀點，主要是來自莫斯科的— 決議案就是由共產國際代表羅 
明納茲起草的(參黃1989: 14)。事實上，在較早的時候，斯太林 
已肯定中國革命已進入蘇維埃時期，而羅明納茲也指導中共中央 
通過了〈關 於 “左派國民黨”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〉，要求 
“在革命鬥爭新的高潮中應成立蘇維埃”（楊 1988: 218-19)。據分 
析 ，這 “盲動主義”路 線 ，在1928年2月共產國際執委第九次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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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的召開以及4月3 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的〈關於共產國際執委 
會二月會議中國問題的決議案〉後才受到清算(228-35)，不 過 ， 
即使共產國際及中共都開始承認當時革命是受到挫敗，正處於低 
潮 ，卻仍然反復強調“新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”，甚至說已經 
可以見到新革命高潮的一些象徵(中共黨史1957: 159-60);在批 
評瞿秋白的“左”傾 時 ，共產國際又要求加強對抗“右”傾的機 
會主義，結果也還是維持了 “左”的政策(楊1988: 248-49 ;黃 
1989: 50-51)。接着而來的是中共黨史中的第二次“左”傾盲動主 
義路線：立三路線。
這種認定革命高潮已經來臨的觀點，在 “革命文學”派的文 
章中也充分反映出來，其中尤以太陽社的成員為甚，為了證明這 
個重要的論點，我們徵引一下他們的文字：
中國社會革命的潮流已經到了極高漲的時代(蔣1981b: 139);
我們的時代是光明與黑暗鬥爭極劇烈的時代，是革命浪潮極高漲 
的時代……現在是革命浪潮極高漲的時代(蔣1981C: 250-53); 
我們說，革命運動是在進展着並沒有停頓。在帝國主義與軍閥的 
壓迫底下，革命的勢力能不進展麼？在一般民眾感到經濟顛動得 
生活不安，能不促進革命力量的進展麼？各地的革命群眾的革命 
的行動，能不促成民眾的革命情緒的進展麼？……從每天的新聞 
紙上去看，革命的運動究竟是停頓是進展，是高漲是低落，總該 
可以看得出來罷（錢 1981 d: 264-65);
現在革命運動是不是停頓了，抑是更為高漲？稍為有政治常識的 
人 ，便可以明白，便可以認定現在革命運動是更為高漲的(楊 
1981:277)。
對於革命形勢的這種理解，為甚麼會促使太陽社成員向魯迅發動 
攻擊？簡單來說，可分成兩方面：一是認為魯迅落伍，追不上時 
代 ，不認識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；二是魯迅作品灰暗，完全沒法 
表現革命光明的一面。充分表現了這兩種思想的，是錢杏邨的 
〈死去了的阿Q時代〉。
在文章裏，錢杏邨一開始便開宗明義地說： “魯迅終竟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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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時代的表現者，他的著作內含的思想，也不足以代表十年來 
的中國文藝思潮！”他 認 為 “五卅”是思潮大轉變的時期，中國 
的青年有了民族和階級的覺醒，對帝國主義有了認識，因而有了 
強烈的革命要求。結 果 ， “革命文學”的呼喊抬頭，取得了許多 
進展。此 外 ，五卅慘案又突現了中國階級地位的變化， “思潮轉 
向全世界被壓迫階級聯合的抗鬥”，這 樣 ， “第四階級文藝運動” 
的呼喊也高漲起來， “造成了現在的革命文藝與勞動文藝交流的 
局面”，但魯迅卻完全沒法表現這時代。在錢杏邨眼中，魯迅所表 
現的，甚至不是“五四”的時代，而是清末的時代思想，魯迅只 
不 過 是 “如 天 寶 宮 女 ，在追述着當年皇朝的盛事而已”（錢 
1981b: 183)。
關 於 〈阿Q正傳〉，雖然錢杏邨也承認它有很多好處，但由於 
現在中國的農民對政治已有了相當的認識，他們已參加革命，絕 
不會像魯迅筆下的阿Q那樣屈服於豪紳，所 以 〈阿Q正傳〉“沒有 
代表現代的可能，阿Q時代是早已死去了！ ”(192)在文章的結尾 
處 ，錢杏邨又把筆觸帶回到魯迅去： “現在的時代不是陰險刻毒 
的文藝表現者所能抓住的時代，現在的時代不是纖巧俏皮的作家 
的筆所能表現出的時代，現在的時代不是沒有政治思想的作家所 
能表現出的時代！ ”（193)
至於第二點，錢杏邨說，魯迅充滿了小資產階級的惡習性， 
不滿於現狀，只滿口喊着苦悶，但又不去尋找出路，結果只有徬 
徨於無地，沉醉於過去的回億裏，寫 出 《吶喊》《徬徨》等作品， 
特別是《野草》，錢杏邨說它：
冷氣逼人，陰森森如入古道，不是苦悶的人生，就是灰暗的命 
運 ；不是殘忍的殺戮，就是社會的敵意；不是希望的死亡，就是 
人生的毀滅；不是精神的殺戮，就是夢的崇拜；不是咒祖人類應 
該同歸於盡，就是說明人類的惡鬼與野獸化。（189)
這樣， “他便不能不把人生變為悲慘的灰暗的陰森的了”（188)， 
由於魯迅覺得人生是沒有光明， “前途只有墳墓”，他的作品也就 
“都是引着青年走向死滅的道路，為跟着他走的青年們掘了無數無 
數的墳墓”（189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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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造社對魯迅的攻擊，也同樣是集中在這兩點上。馮乃超第 
一篇批評魯迅的文章，便是說他只能反映“社會變革期中的落伍 
者的悲哀”（馮 1981a: 116)，跟着是李初梨，他在分析了革命形 
勢的轉變後，說 “他對於社會認識完全盲目”，還把他稱為“中國 
的Don Quixote”（李 1981b: 2 8 8 )，而 這 “堂[Don]魯迅”的稱 
號 ，在成仿吾的文章中也出現了(成1981f: 376)。
K擊公平否？一 魯迅與“革© 交學派”的分肢
相對來說，魯迅確沒有那些“革命文學家”那 樣 “前進”，他 
的作品的確是充滿黑暗的(參Hsia 1968: 146-62)，而且，在1928 
年 初 ，他確是還沒有“轉換方向”，對於中國的革命和前途，他十 
分 悲 觀 ，特別是在廣州目睹國民黨的清黨行動後，他甚至感到 
“恐怖”，面 對 着 “血的遊戲”，他根本完全無法理解當前的政治形 
勢 ，他坦白承認自己是落伍的(魯迅1981a_ 3. 453-56)，他只能訴 
說 “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”（魯迅 1981a: 11. 58)。
不 過 ，暫時不能理解政治形勢，並不代表他不關心政治，也 
不是說他永遠也不能理解。但在這階段，魯 迅 和 “革命文學派” 
的確存在着分歧，這可分政治和文學兩方面來看。
先說政治方面的分歧。很明顯，魯迅對於所謂革命形勢的看 
法 ，並 不 如 “革命文學派”般樂觀。儘管魯迅說過革命並不稀奇 
(魯迅1981a: 4. 418)，但一般來說，他對革命— 無論是那一種 
革 命 ，都一直抱有懷疑的態度的。他 在 〈《自選集》自序〉中說 
過 ， “見過辛亥革命，見過二次革命，見過袁世凯稱帝，張勛復 
辟 ，看 來 看 去 ，就看得懷疑起來，於 是 失 望 ，頹唐得很了” 
(455)。這裏雖然說的是“文學革命”時期，但仍不失為他在國民 
黨清黨後的感受的寫照，這點從他的一段雜感可以證明：
革命，反革命，不革命。
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。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。不革命的
關於國民黨清黨對魯迅的影響，參王宏志（1994: 117-57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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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，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 
的 ，或並不當作甚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。
革命，革革命，革革革命，革革……。（532)
正如上面所說，魯迅不能不承認那時候他的心態帶有悲觀的成 
分 ，但那不是魯迅個人的悲觀，而是他對整個國家、時代的悲 
觀 ，他在1927年12月7 日為黎錦明寫的〈《塵影》題辭〉，第一句 
便這樣說： “在我自己，覺得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 
代 。但這所謂大，並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，而也可以由此得死” 
(魯迅1981a: 4. 547)。在 “革命文學”論爭爆發後不久，他便馬 
上意識到這“革命文學”的出現，是因為革命的挫敗，1928年3 
月 ，他便寫道： “因為那邊正有‘武器的藝術’，所以這邊只能 
‘藝術的武器’ ”（6 5 )。而在三年多後他所作的一次演講中，他把 
這問題說得更清楚：
當從廣東開始北伐的時候，一般積極的青年都跑到實際工作去 
了 ，那時還沒有甚麼顯著的革命文學運動，到了政治環境突然改 
變 ，革命遭了挫折，階級的分化非常顯明，國民黨以“清黨”之 
名 ，大戮共產黨及革命群眾，而死剩的青年們再入於被迫壓的境 
遇 ，於是革命文學在上海這才有了強烈的活動。所以這革命文學 
的旺盛起來，在表面上和別國不同，並非由於革命的高揚，而是 
因為革命的挫折。（296-97)
平情而論，這 是 對 “革命文學”產生原因一個比較準確的看法， 
從中帶出一個重要的觀點，就是魯迅當時對革命形勢的理解。上 
引的一段文字說得很清楚，魯迅認為當時並不是革命的高揚時 
期 ，而是革命受到挫折，他 甚 至 認 為 那 時 候 “社會停滯着” 
(283)。不 過 ， “革命文學派”在當時是不會接受這個論點的。我 
們在上面看過，他們受了中共當時對政治形勢判斷的影響，一直 
認為革命正處於高潮，根本沒有受到挫敗。這是魯迅與“革命文 
學派”在政治觀點上最大的分歧，也是造成爭論的一個重要因 
素 。
56 王宏志
Upton Sinclair
此 外 ，對文學的不同看法，也 是 “革命文學”論爭爆發的一 
個主要因素，然而這也是跟政治有緊密的關係。
第一個分歧是在文學的定義方面。 “革命文學派”提 出 “革 
命文學”一個必須的任務，便是重新界定文學的定義，從而配合 
“革命文學”的要求。正如李初梨所說， “我們要知道革命文學是 
甚 麼 ，尤應該知道甚麼是文學？ ”（李 1981a: 155)李初梨更被稱 
為 “現代文學史上正式提出重新定義文學”的人(艾1991: 4 1 )， 
這是指他在〈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〉裏的嘗試。在這篇文章裏， 
李初梨批判了五四以來“兩個天經地義的答案” ： “文學是自我 
的表現”以 及 “文學的任務在描寫社會生活”， “一個是觀念論的 
幽 靈 ，個人主義的囈語；一個是小有產者意識的把戲，機會主義 
者的唸佛”。至於他提出的一個新定義是來自辛克萊的“一切的文 
學 ，都是宣傳。普 遍 地 ，而且不可逃避地是宣傳；有時無意識 
地 ，然而常時故意地是宣傳”（李初梨1981 a: 156)。
這裏所謂的宣傳，自然是與階級掛鈎：文學有它的階級背 
景 ，有它的階級實踐任務，所 以 ，它 是 “一個階級的武器”，既然 
統治階級也利用了文藝作為統治和支配的工具， “那麼文學當然 
為無產者的重要的戰野”，李初梨一點也不含糊地說：他們是要 
“為革命而文學”，他們的作品是“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” 
(167)。這種直接把政治鬥爭跟文學藝術等同的要求，幾 乎 在 “革 
命文學家”— 創造社和太陽社的成員都一樣一 的每一篇文章裏 
都出現。成仿吾說過文藝“應該積極地成為變革社會的手段”（成 
1981 d: 179)，彭 康 說 “文藝也是意德沃羅基的一部門，要盡它應 
盡的義務，它應是無產階級的文藝，因而應是武器的藝術”（彭 
1981: 311)，忻啟介在討論無產階級藝術的特質時，也肯定地說 
它 是 “宣傳的，煽動的，革命的”，它的價值完全視乎它對“無產 
階級解放的宣傳煽動效果”（忻 1981: 379)。即使錢杏邨在與李初 
梨爭論時，也說他完全贊成李初梨所引辛克萊“一切藝術都是宣 
傳”的說法(錢1981c: 197)。從 “一切文學都是宣傳”這個基本 
論點出發，會引伸出好幾個文藝上的觀點，不獨是有異於五四以 
來的論述，且更與魯迅那時候的文藝觀大相逕庭，這是造成他與 
“革命文學派”論爭的主要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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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是文學與政治及時代的關係。既 然 “革命文學家”認定 
文學是宣傳的工具，那自然可以肯定文學與政治及時代會有密切 
的關係。正如錢杏邨說， “我們認定文藝是和政治分不開的…… 
文藝是離不開時代的”（錢 1981 e: 385);不僅離不開時代，而且 
是領導時代、超越時代，他 說 ： “偉大的創作是沒有一部離開了 
它的時代的。不但不離開時代，有時還要超越時代，創造時代， 
永遠的站在時代前面”（錢 1981a: 90)。可 是 ，對於這個問題，魯 
迅的意見卻正好相反。雖然魯迅在日本“棄醫學文”，是因為相信 
文學可以救治人們的靈魂(這跟“革命文學”派的文學觀是接近 
的），但在廣州的時候，他說因為在北京所得的經驗，已開始改變 
這個信念。上引他在黃埔軍校的演講，便強調過文學是毫無力量 
的 ：
文學文學，是最不中用的，沒有力量的人講的，有實力的人並不 
開口，就殺人；被壓迫的人講幾句話，寫幾個字，就要被殺，即 
使幸而不被殺，但天天吶喊，叫苦，鳴不平，而有實力的人仍然 
壓迫，虐待，殺戮，沒有方法對付他們，這文學於人們又有甚麼 
益處呢？（魯迅1981a : 3. 417)
他也強調用來宣傳和煽動的文章是無力的，不是真正的革命人， 
勉強掛起“革命文學”的題目，無異於八股文，肯定寫不出好作 
品來(418)。
魯迅抵達上海後，他還說過相類的話，最有代表性的是另一 
次演講，題目叫〈文藝與政治之歧途〉。在講話裏，他差不多完全 
重複了在廣州黃埔軍校演講的內容，重申他不相信革命期間會有 
文學的出現，又堅持革命文學家和革命家是不同的，文學在面對 
政治時是無力的(魯迅1981a : 7. 116-19)。^ 就是在論爭開展以
m 不過，這篇演講跟廣州黃埔軍校的演講有一個明顯不同的地 
方 ，那就是當時國共已分裂，而魯迅對於國民黨的清黨行動深感不滿， 
所以他在討論文學與政治的歧途時，特別強調了政治家對文藝的壓迫。 
他指出：文藝是不安於現狀的，而政治家則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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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 ，魯迅批判對手的時候，也經常提到一點，就是他們只能有 
“藝術的武器”，而 “最高的藝術”— “武器的藝術”— 卻是在 
“那邊”“非革命武學家”的手裏(魯迅1981a: 4.65)。
既然文藝的力量是這麼薄弱，它便沒有可能影響革命，這是 
魯迅在這時期一個十分堅定的信念，上面提到魯迅所說的革命與 
文學關係的“三階段論”，也只是說革命影響文學，而不是文學影 
響革命。在一封公開的通信裏，他說得更清楚： “我是不相信文 
藝的旋乾轉坤的力量的”（8 3 )。對 於 “革命文學家”說文學是超 
時代的，魯迅認為這只是一種“逃避”，是沒有正視現實的必然結 
果(134)，他諷刺革命文學家不敢正視社會現象，變得婆婆媽媽， 
“歡迎喜鵲，憎厭梟鳴，只檢一點吉祥之兆來陶醉自己，於是就算 
超出了時代”（104)。
魯 迅 與 “革命文學派”在文藝觀上的第二個分歧是關乎文學 
的技巧問題。既然革命文學家把宣傳看作文學的首要任務，自然 
便不會看重技巧。我們在上面已指出過，他們認為在批評一個文 
學作品時，首先應梳理它的社會思想，文學技巧是不值一提的， 
專門注意技巧的批評，甚 至 是 “一種最大的錯誤”（錢1981e : 
387)。
但魯迅認為，先掛起題目來作革命文學，是與八股無異的。 
很明顯，這是作為一個作家、文學家，而不是政治家的魯迅對作 
為文學的一種的革命文學的要求。即使他也承認一切文藝都是宣 
傳 ，但也不會否定技巧的重要，他認為不必忙於掛招牌，應當先
因而認定文學家是社會擾亂的煽動者。結果，文藝便成為政治家的眼中 
釘 ，時刻受到迫害，這就是“文藝與政治的歧途”。另外，他也暗示了他 
對 “革命”後的情景的不滿，例如他說：“從前文藝家的話，政治革命 
家原是贊同過；直到革命成功，政治家把從前所反對那些人用過的老法 
子重新採用起來，在文藝家仍不免於不滿意，又非被排軋出去不可，或 
是割掉他的頭” ；“文學家的命運並不因自己參加過革命而有一樣改 
變 ，還是處處碰釘子” ；“在革命的時候，文學家都在做一個夢，以為 
革命成功將有怎樣怎樣一個世界；革命以後，他看看現實全不是那麼一 
回事，於是他又要吃苦了”（魯迅1981a: 7. 118-19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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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 求 “內容的充實和技巧的上達”，下面是一段最常為人徵引的文 
字 ：
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，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，這正 
如一切花皆有色(我將白也算作色），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。革 
命之所以於口號，標語，佈告，電報，教科書……之外，要用文 
藝者，就因為它是文藝。（魯迅1981a: 4. 84)
在 “革命文學”論爭中，他經常批判革命文學家的技巧低劣，說 
是 “拙劣到連報章記事都不如”（84 )。受他點名攻擊過的，除了 
較稚嫩的如馮乃超外，就是早有名氣的如王獨清和郭沫若也逃不 
過他的嘲諷(84)。
第三個問題是文學的個人性問題。蔣光慈很早便指出過：
“革命文學應當是反個人主義的文學，它的主人翁應當是群眾，而 
不是個人；它的傾向應當是集體主義，而不是個人主義。” 這對 
創造社成員來說特別重要，正如李初梨所說，早期的創造社的文 
學口號是“內心的要求”、 “自我的表現”，但這是小資產階級的 
意識，他 們 要 “轉換方向”，便得放棄這種強調個人的意識，改為 
宣傳一種“集體主義”的思想。在強調集體意識的時候， "革命 
文學家”攻擊了魯迅的“個人主義”。他們把魯迅判定為小資產階 
級的發言人後，便認定他只會表達個人主義思想，錢杏邨說魯迅 
“始終是一個個人主義者”， “他的出發點，不是集體，而是個 
人 ，他的反抗，只是為他個人的反抗”，魯迅是任性的，行動是沒 
有集體化的；他質問魯迅， “他的心目中，何曾有群眾”（錢 
1981f: 448)。
還有文學的黑暗面問題。我們在上面已討論過創造社和太陽 
社怎樣攻擊魯迅，認為他的作品灰暗，這除了是因為這些革命作 
家把革命形勢看得過於樂觀外，也由於他們認定了文學是鬥爭工 
具的緣故。在他們的心目中，這鬥爭自然應該是導致階級鬥爭的 
勝 利 ，因 此 ，文學應該是有光明，表現這勝利的一面的。錢杏邨 
清楚說明文學家不應該專走消極的路， “還要創造社會的未來的 
光明”，“文學不但要認識生活，還要創造生活。文學是有他〔它 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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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社會的使命的。……光明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，是創造的，文 
學也有它的創造光明的責任”（456)。他指出，革命文學家並不反 
對暴露黑暗，但這所謂暴露，並不是盲目的暴露，而是要注意這 
暴 露 “給與革命的利益為何如”（457)。
但魯迅卻認為“革命文學家”害怕黑暗，他 們 “只在吹唬同 
伙的文章，而對於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視”（魯 迅 1981a: 4. 
84) ，甚至只敢躲在“上海租界左近，一有風吹草動，就有洋鬼子 
造成的鐵絲網，將反革命文學的華界隔離”（98 )。對 於 “革命文 
學家”講 求 “出路”、 “保障最後的勝利”，他是極不滿意的，他 
曾這樣諷刺“革命文學家” ： “倘 若 難 於 ‘保障最後的勝利’，你 
去不去呢？ ”（63)
此 外 ，魯 迅 跟 “革命文學家”還有一個很大的分歧，就是由 
誰去創造“革命文學”或 “無產階級文學”。
早在黃埔軍校的演講中，魯迅便提出過創造“革命文學”的 
資格問題，他指出，為革命起見，先 要 有 “革命人”，革命人做出 
來的東西，才 是 “革命文學”。這 “革命人”的觀念，除了在黃埔 
軍校的演講中提出過外，別的地方也曾重複論述： “我以為根本 
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‘革命人’，倘是的，則無論寫的是甚麼事 
件 ，用的是甚麼材料，即 都 是 ‘革命文學’。從噴泉裏出來的都是 
水 ，從血管裏出來的都是血”（魯 迅 1981a: 3. 544)。這其實跟別 
的文學創作是一樣的，作者必須對所寫的主題有親身的體驗，才 
可能寫出真實的、有價值的東西來。
另一方面，魯迅也不相信創造社這班曾經大力提倡“為藝術 
而藝術”的作家能在一夜間變為無產階級的代言人，他諷刺地 
說 ：
可惜略遲了一點，創造社前年招股本，去年請律師，今年才揭起 
“革命文學”的旗子，復活的批評家成仿吾總算離開守護“藝術之 
宮”的職掌，要去“獲得大眾”，並且給革命文學家“保障最後的 
勝利”了 。（魯迅 1981a: 4. 6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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毫無疑問，魯迅清楚地告訴讀者，這 些 “革命文學家”並不是他 
心目中的“革命人”，他認為無產階級文學其實是應該由無產階級 
來創作的，但在工農大眾還沒有覺醒的時候，不可能有真正的無 
產階級革命文學。這點在〈革命時代的文學〉一文中表現得最清 
楚 ：
在現在，有人以平民一 -工人農民— 為材料，做小說做詩，我們 
也稱之為平民文學，其實這不是平民文學，因為平民還沒有開 
口 。……現在的文學家都是讀書人，如果工人農民不解放，工人 
農民的思想，仍然是讀書人的思想，必待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 
放 ，然後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。（魯迅1981a: 3. 422)
我們只要對比一下郭沫若在這個問題上的說法，便可以看到兩者 
的分歧：
有人說：要無產階級革命成功，才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文藝出 
現 。
這猶如說：要飯煮熟了，才有真正的米穀出現。
*  *  *
有人說：要無產階級自己做的才是無產階級的文藝。
這是反革命的宣傳，不管他是有意識的，或者無意識的。
這猶如“反對非工人組織工會！ ”（郭 198化:77)
李初梨在〈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〉中 ，也專闢了一節來討論無產 
階級文學的作家問題，像郭沫若一樣，他 認 為 “無產階級文學的 
作家，不一定要出自無產階級，而無產階級的出身者，不一定會 
產生出無產階級文學”（李 1981a: 163)，他指出： “我以為一個 
作家，不管他是第一第二……第百第千階級的人，他都可以參加 
無產階級文學運動；不過我們先要審察他的動機”（165-66)。他 
要求的是小資產階級作家克服自己的階級意識，把握無產階級的 
世界觀，並與實踐統一起來，這 樣 ，便可以有了無產階級意識， 
可以創造無產階級文學了。他還借用日本理論家青野季吉的“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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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生長性”和 “目的意識性”理 論 ，來解釋勞動大眾自然生長的 
覺 醒 ，並不足以使勞動階級獲得真正的全無產階級意識，必須待 
“革命的智識階級”的參加，這意識才能從外面注入；他強調說， 
在中國現階段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裏，只有革命的智識階級能負 
擔起前鋒的任務，因 此 ，他的結論是：對於無產階級文學作家的 
批 評 ， “只能以他的意識為問題，不能以他的出身階級為標準” 
(李 1981d: 651)。
李初梨的這個論點，固然一方面能夠解釋為甚麼他們這些小 
資產階級出身的作家能夠“轉換方向”，創 作 “革命文學”以至無 
產階級文學，但另一方面，卻如艾曉明所說，開了一個惡劣的先 
例 ，原因是這種審查動機的方法， “並不是憑客觀效果，據實際 
標準來檢驗作家，而是以我為中心，為準線”（艾 1991: 109)。由 
於 “革命文學派”，特別是創造社的成員，有着強烈的宗派思想， 
結果便出現了“唯我獨革”的現象；對於這個現象，魯迅曾經把 
它漫畫化了，極盡諷刺的能事：
從一階級走到那一階級去，自然是能有的事，但最好是意識如.
何 ，便一一直說，使大眾看去，為仇為友，了了分明。不要腦子
裏存着許多舊的殘滓，卻故意瞞了起來，演戲似的指着自己的鼻
子道，“惟我是無產階級！ ”（魯迅1981a: 4. 136)
就是太陽社的錢杏邨，也曾經對創造社擁有轉換方向的特權提出 
抗 議 ，說這無異於“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民家點燈”（錢1981c : 
196)。這 是 “革命文學”運動以論爭形式出現的一個重要因素。 
況 且 ，從運動的開始， “革命文學派”便採取了強烈的排中情 
緒 ，郭沬若很早便說過文學包含了兩個範疇：革命的文學和反革 
命的文學(郭1981a: 4 )，成仿吾說得更清楚： “誰也不許站在中 
間 。你到這邊來，或者到那邊去！ ”（成 1981 c : 136)這完全排斥 
了任何和解的可能性。在這情形下， “革命文學論爭”似乎是無 
可避免的了，因 此 ，我們實在沒有理由相信一些大陸學者所說： 
在 “革命文學論爭”期 間 ，魯迅一直是支持“革命文學”的 ，恰 
恰 相反，魯迅在那時候完全被看成是“革命文學陣營”的死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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頭 ，同時也就是革命陣營的死對頭。他們認為魯迅不單“積極地 
抹殺並拒抗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意識鬥爭”， “為布魯喬亞汜當了一 
條忠實的看家狗”（李 1981b: 299)，更 是 “支配階級的走狗”（成 
1981f: 374)， “引着青年走向死滅的道路，為跟着他走的青年們 
掘了無數無數的墳墓”（錢 1981b: 189)。但最惡毒的咒罵卻是來 
自郭沫若：
他是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封建餘孽。
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是反革命，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 
二重的反革命。
魯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。
以前說魯迅是新舊過渡期的游移分子，說他是人道主義者， 
這是完全錯了。
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(法西斯諦）！（郭 1981 e: 578-79)
只有在明白魯迅跟他們的嚴重分歧後，才可能瞭解為甚麼魯迅會 
受到這樣惡毒的攻擊。我們甚至可以說，即使後來“革命文學派” 
開展了與新月派的論爭，梁實秋所受到的攻擊，也不比魯迅為 
多 。如果說魯迅跟“革命文學派”是屬於同一革命陣營，實在有 
點不可思議。
不 過 ，經過了這樣的一場激烈爭論後，魯 迅 跟 “革命文學派” 
的距離的確逐漸縮短了，一方面是“革命文學派”接到中共中央 
的指令，停止對魯迅的批評，由於創造社和太陽社主要成員在 
1928年的後半年差不多已全部入黨，縱使他們對魯迅仍有不滿， 
但也不得不接受組織指令。另一方面，魯迅自己也努力嘗試閱讀 
和翻譯馬列理論著作，開始了轉向的過程— 這是他說自己給創 
造 社 “擠”看了馬列著作後， “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 
大堆，還是糾纏不清的疑問”的意思(魯迅1981a: 7. 6)。從1928 
年中開始，儘管他仍然猛烈批評對手，但卻也開始認真地討論 
“革命文學”存在的可能。在一封通信裏，他明確地說“世界上時 
時有革命，自然會有革命文學”（魯 迅 1981a: 4. 82)，他甚至提出 
了 “第四階級文學”的問題： “世界上的民眾很有些覺醒了，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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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有許多在受難，但也有多少佔權，那自然也會有民眾文學—  
說得徹底一點，則第四階級文學”（82-83)。在一篇發表於1929年 
4月的演講中，他修正了從前的三階段論，說 出 有 “革命文學”出 
現的可能： “待到革命略有結果，略有喘息的餘裕，這才產生新 
的革命文學者”（134)。
在決定加入左翼的陣營後，魯迅便馬上與創造社及太陽社的 
成員攜手，在革命文學的問題上跟新月派的梁實秋展開罵戰，他 
所寫其中的一篇文章〈“喪家的”“資本家的乏走狗”〉 （246-48)， 
據說便是為了支援馮乃超而寫的(馮1980: 9-10)。當然還有那篇 
著名的長文〈“硬譯”與 “文學的階級性”〉，魯迅毫不含糊地說： 
“文學不借人，也 無 以 表 示 ‘性’，一 用人，而且還在階級社會 
裏 ，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”（魯迅1981 a: 4. 204)。這充分 
顯示他不單同意有“革命文學”出現的可能，而且更認同了階級 
文學。1931年 ， “左聯五烈士”被 殺 ，他寫了〈中國無產階級革 
命文學和前驅的血〉，宣布了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滋長，跟 
着 ，在 為 美 國 《新群眾》而 寫 的 〈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〉 
裏 ，他更這樣的公開宣稱： “現 在 ，在中國，無產階級的革命的 
文藝運動，其實就是惟一的文藝運動”（28 5 )。這時候，毫無疑 
問 ，魯迅與左翼作家的確是屬於同一革命陣營，但在1927-29年的 
“革命文學論爭”期 間 ，魯 迅 與 “革命文學家”是處於完全敵對的 
立 場 ，這是客觀地討論這場論爭時所不能不承認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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